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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野下的“群众”历史

———评肖铁《革命之涛: 现代中国的群众》

冯 淼

近几年来英文学界涌现出一批有关20 世纪中国革命思想文化的研究，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批

著作的跨学科视野。2017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肖铁著《革命之涛: 现代中国的群众》( 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 是这批研究中的代表。①“群众”是现代中国知识群体和政治精英

讨论中的常见词汇。相对于物理意义上的群众和群众集会，该书将有关群众的“话语”作为研究对

象，在 20 世纪初全球思想史发生“群众转向”的背景下考察中国群众话语的崛起。全书从知识构成

的角度，将不同知识群体有关群众的描述和看法放在同一个脉络考察，彰显不同“群众”观之间的对

话和竞争，呈现出一部鲜活而具有整体性的“群众”知识史。本文认为该研究体现出的全球思想史和

知识史的视野，敦促我们从更多角度、更深入细腻地呈现近代中国政党、知识分子组织和动员群众的

历史。同时，这样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整合反思“群众”等核心概念的历史。②

该书结合了心理学、史学以及文学的文献，并且借助了人类科学史、思想史、批评理论的方法和

研究。其叙事紧紧地抓住了不同派别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流露出的，对于“群众”既超然又渴

求的矛盾心理，并且跟踪了这样的矛盾如何最终在延安时期得到升华和解决。在这些知识论争中，

“群众”既是有待认识的客体，也是用来批评现实的根据; 在作者看来，深入追踪群众话语呈现出的内

在张力，是理解革命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活力的钥匙。下文将分为五个部分来梳理该书的内容，评

析其方法论和局限。

一、学科史视野与群众心理学到中国

《革命之涛》前两章清楚地勾画出勒庞等人的群众心理学最初传入中国时的知识图景。学界在

词源、翻译以及政治思想的层面，探索“群众”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革命史学者更追溯了“群

众”在核心中共文献中意涵和功能的变化。③ 肖铁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群众心理学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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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放置在 20 世纪初全球思想史发生的群众转向的大背景下。书中这一部分重点参考了心理学学

科史的批评研究。① 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将心理学学科知识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和反思心

理学如何影响我们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并不是否定心理因素的存在，更不

是否定心理学知识在近代科学史上的贡献，而是历史地考察心理学知识体系的出现，反思系统性学

科知识和方法论建立过程中的程式化、样式化推理及其预设和局限。肖铁称这种批评分析方法为

“学科史视野”( disciplinary thinking) ，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对中国“群众”话语的考察中。② 笔者认

为，现有研究在描述和梳理“群众”等关键词汇传播流通路径层面，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缺乏

具有整体性的评判分析视野。而学科史和知识史的视角有助于综合分析“群众”等关键词汇和一揽

子“思维”方式，在进入到近代中国语境过程中出现的变异。这个视角将近现代中国的新思想和新文

化放置在世界图景中进行审视。这有利于我们呈现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异与同，建立更具批判视野

和整体性的本土与世界的对话关系。
群众心理学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事件。早期群众心理学研究兴起于 19 世纪末期的欧

洲，其中相当部分受到了当时医学领域催眠暗示和模仿临床研究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法国学者古斯

塔夫·勒庞 ( Gustave le Bon ) 的《乌合之众———群众 心 理 研 究》( The Growd-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这些研究认为人群的形成是集体的催眠和幻觉的结果，聚集行为本身是种病。到了 20 世纪

初期，欧美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沿着这一路径探索政治构成与群众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肖铁指出，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群众心理学的兴起，彰显了欧美知识群体对近代以来无处不在的聚集人群

的关注，以及进一步以知识的形式“概念化”群众的愿望。这种心理学科式的思考和推理，无一例外

地将“群众”转化为研究思考和政策实践的具体对象。那么，我们研究者对于社会心理学在近代中国

的出现，就必须要追寻这种科学话语背后的知识构成的根本问题意识，警惕其本质化和去历史化的

倾向。
《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一书最初发表于 1895 年。该书 1910 年经由日本，连同一批欧

洲、美国和日本的心理学著作被介绍到中国。③ 章锡琛、陈承泽是最早翻译该书的学者。如同清末

民初进入中国的众多知识体系那样，群众心理学为此时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套新的语言和词

汇，来衡量由晚清帝国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转换。肖铁注意到，勒庞的社会心理学和同时期进入中

国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主要议题相似。两者都试图回答人群集合体理性与否这个问题。他们

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使得人群团结在一起的，并不是构成人群成员的理性的集合，而是出自心

灵深处的非理性力量。身处五四运动前后社会运动浪潮及反知社会舆论的民国思想家、教育家如

高觉敷、张九如等，此时将勒庞和弗洛伊德引入中国知识界。肖铁的分析表明，这些知识分子自觉

地承担了判官的角色。他们描述和解释眼前社会运动中的人群聚集，进而评判这些人群是否足够

理性和稳定，能否成为自决的政治群体。
诚然，有关群众心理不稳定和负面的看法，在精英主义话语中并不显见。肖铁指出，高、张等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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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的中国推崇者的新锐之处，并不是其对于群众心理的审视和得出的负面评价，而在于他们以科学

的话语和学科样式化的推理“合理化”了这负面化群众的逻辑。这种合理化的机制，包括知识界的翻

译活动、近代心理学科的建立和推广，以及相关科学实验和研究领域的建立。肖铁发现，这些中国群

众心理学家并不深究中国群众心理的内部，而是专注于群众心理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二元对立分析。
群众被视为个人的对立面，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群体聚集。他们判定，群众的心理是不正常的，是脱缰

的无意识，是生病了的，非理性的。高觉敷等将之总结为中国的群众心理。肖铁的分析意味深长地

说明，群众心理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流传同样出现了“样式化推理”的现象。历史上中国和西方精英

主义知识分子在本质化群众这一倾向上，惊人地相似。
虽然民国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伦理、学术派别乃至意识形态分野，但肖铁指出，从陈独秀、瞿秋

白等左翼激进分子，到学院自由知识分子，再到国民党学者张九如，都无一例外地视群众心理学为知

识“权威”。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不都认同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的二元分析，但他们都认同勒庞指出的人

群集合体“无意识”和“非主体”的特性。肖铁指出，仅凭这些知识分子的“群众”心理观，很难识别这

些知识分子之间的派别和意识形态倾向。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就曾深度质疑运动群众的爱国热情，

在他看来群众聚集引发的政治动荡终将导向极端和非理性。①

肖铁书中介绍的诸多知识分子案例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国民党精英胡汉民对勒庞的建设

性批评。胡氏发表在《建设》周刊的文章借用丹麦学者克里斯登森 ( Arthur Christensen ) ( 1875 －
1945) 的研究，指出群体形成后，主体性的意识并没有消失。肖铁指出，胡氏有意识地删略节选了克

里斯登森有关集体意识的关键部分，而且其借用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这种误读指向的是胡汉民强

调的“群众心理的崇高”。② 胡氏不同意勒庞关于群众内在非理性和不稳定的论断，他称赞群体心理

的崇高。与陈独秀的看法不同，胡氏认为五四运动中群众的集合，恰恰激发了集体性的爱国热情和

政治自觉。他说，勒庞过分强调民众和民众运动“纯粹破坏性”的一面，他的修辞将聚集的群众和其

行为比附为成群出现的微生物，加速分解腐蚀羸弱的躯体。胡氏甚至创造性地改写了勒庞的这个比

附: 他说，在毁灭的时代，群众恰恰需要像尸体中的细菌一样，而在建设的时代，群众须是延续生命的

细胞。③

胡汉民对于勒庞的批评指向了群众心理学另一个重要面相，即群众心理建构崇高的一面。胡氏

的民众观折射出“生命医学”的细胞与人体的关系。④ 胡氏自觉地将民族国家群体理解为有机社会

组成，民众个体与国家共存、互为彼此。民族国家的新陈代谢依靠民众。由此，胡汉民提倡民众力

量，个体唯一的存在作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成员的存在。但肖铁指出，胡氏并没上升到社会群体的自

主意识的层面，他依然强调革命政党领袖在组织和感召民众意识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学科史的视野使得肖铁的分析能够穿透庞杂、多元的群众话语，识别近代

中国的勒庞心理学推崇者之间的异同，呈现中国知识论争背后体现出的那种与西方知识界相似的、本
质化群众的倾向。由此，肖铁也发掘出与胡汉民等勒庞推崇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思想家朱谦之的历史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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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勒庞的镜子: 朱谦之的群众观

在肖铁看来，对勒庞的社会心理学最富原创性的深入批评来自朱谦之的“反知复情”革命说。①

活跃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朱谦之曾被吴稚晖称作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思想界四大代表人物之一。②

他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认为革命的动力源自一种出现在理性、社会、语言等固化过程之前的本

源性的情感。这种动力外在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社会，也外在于目的性逻辑。肖铁借用情感理论分析

词汇，区分了“反 知 复 情”中 的“情 动”( affect ) ，和 个 人、私 属 等 理 性 逻 辑 固 化 意 义 上 的“情 感”
( emotion) 。朱谦之认为这种理性之前和理性之外的情感力量是产生社会政治认同的情感基础。他

的情感革命说是在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直觉、操纵与自发这些关系中探索革命的可能性。朱氏的

“反知复情”说是对勒庞二元群众心理学根本性的批评和质疑。他的情感革命说连同勒庞的二元群

众心理分析，像一面镜子照射出此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众观的边界与棱角。这种对比或明或暗地贯穿

了《革命之涛》整本书中对于各式群众话语的分析。
1920 年出版的《革命哲学》是朱谦之情感革命说的核心著作，与勒庞和其中国追随者相反，该书

赞美本能的情绪、非理性的直觉本能、冲动及无意识。在勒庞和其中国追随者看来，群众是一个病态

的实体，其特征是理智官能的降低和由此产生的情绪的激化，群众因此缺乏“主体上”的理性基础，无

法自主和自觉。可是，在朱谦之看来，即便这种理论和描述是正确的，这些被极端情绪和非理性驱遣

而行动的群众是否具有“革命能动性”，也要取决于人们首先如何定义“革命”，特别是革命与理性之

间的关系。
朱谦之认同清末民初思想家提倡的革命“进化”说，但他认为由传统到现代的进化轨迹，并非线

性的、趋向完美的。他指出，进化和革命并非受外在环境影响而做出的改变和适应，而是根源于人类

内在天性的消长变化。趋向“无”的虚无主义革命进化，这并非一种对空的追逐，而是对自身内在驱

力的复返。这一驱力就是他所谓的“情”，“情”就是本体，是真实，是个性自存的实体。在他看来从

无向有的进化，包括情的本体也包括宇宙中的万物，这是一个“将真情理智化”的实用主义过程。这

个过程使得尘世减化成被理性技术宰制的冰冷客体，从而令人性消失。为了抵消理性对情的侵蚀，

朱氏号召进行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涤荡一切对情感发扬的阻碍，因为唯有真情才是“个性自

存的实体”。③ 为了恢复人为的理性过程所遮蔽的原初情感，朱谦之提出了他的“反知复情”革命说。
他认为必须经历四个阶段的革命: 政治革命( 资产阶级对贵族阶级革命) 、社会革命( 无产阶级对资

产阶级的革命) 、无政府革命( 无政府主义者对所有政治机构) ，以及最后的虚无主义革命。在他看

来，民初的中国和世界前三段的革命已经过去，他所奏响的是一场虚无主义的宇宙革命。他强调，为

了恢复真情的本体，甚至由自由个体自愿组成的无政府组织，以及最终一切生命和物质性真实都要

被消灭。如同章太炎，朱谦之也表现了对彻底革命、彻底消灭“此刻”的渴望。
《革命哲学》发表时正值罗素和杜威访华，理性主义和功用主义盛行。相对科学与知识，朱谦之

251

①

②

③

本文这一部分讨论参考了肖铁《非理性之魅惑: 朱谦之的群众观》，姚云帆译，《新美术》2014 年第 2 期。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梁冰炫编《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出版合作社 1925 年版，第 24 页。学界研究集中朱

谦之后期文化哲学思想，对其早期革命哲学的研究不多。参见金洪奭《朱谦之“文化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2008 年第 2 期;

张历君《唯情论与新孔教: 论朱谦之五四时期的孔教革命论》，《现代中文学刊》2019 年第 2 期。
Tie Xiao，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p. 66. 原文参见朱谦之《革命哲学》，泰东图书局 1921 年版，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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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非理性和非知的态度。他力图证明，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都是为功和利而宰制现实的手段。在

他看来，科学和理性都是“贵族的思想”，为资本家张目的大学教授自然热衷于提倡。而真正的革命

哲学“是根于情感的直觉，为与生俱来不学而能的东西，而且什么人都有，故这种思想，是平民的”。①

人的情感不应被社会道德和理性化的习俗所桎梏，而是可以流转运行，毁灭一切道德、经济和社会政

治体制的源泉。
朱谦之的情感革命说同时折射出 20 世纪初的中国和世界思想界的激进本色。肖铁指出，朱氏

的思想扎根于此时中西时代变革的双坐标思想谱系，一个是以情感为主体和道德权威基础的中华帝

国思想传统; 另一个是此时全球范围内新兴起的心理学理论和反理性主义浪潮。朱谦之借用德国心

理学家冯特( Wilhelm Wundt) ( 1832—1920) 的心理生理学研究和法国哲学家伯格森( Henri Bergson)

( 1895—1941) 等的情感研究，将心灵构想为一个心理—生理的范畴，描述儒家传统中的情、意、智的

变化。由此，朱谦之思想的历史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他提出情感优先于认识，更体现为他运用情—
意—智三分法代替了儒学“性情之辩”中最核心的“情—欲—礼”。② 朱谦之群众观的唯情革命说因

此也深刻地彰显出近代中国“群众”话语和思想的复杂和特殊性。

三、先锋知识分子与群众

《革命之涛》一书后半部分着眼先锋作家和政党政策，追踪群众话语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

变。区别于以往的文学和革命文化史研究，肖铁将这些有关群众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政策，放入全书

20 世纪“群众”话语的思想史脉络，并与勒庞和朱谦之各自的群众话语形成前后对照。由此，为我们

深入理解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以及先锋政党的角色等经典问题，提供了新的视野。另外，该书前

半部分侧重心理学史和学科史研究的运用，而后半部分则将文学研究、批评分析与思想史和文化人

类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并再现了诸多经典研究。从内容上看，这部分对于知识分子自

我以及群众声音的解析，突显了 20 世纪中国革命主体出现过程中的张力和困境。
肖铁从个人与集体融合这个重要命题入手。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他结合了思想史领域和文学

领域有关知识分子激进化和现代主体性的经典研究，并将这一命题追根溯源到 20 世纪 20 年代革命

文学的初始时刻。③ 他指出，此时中国先锋知识分子和作品中普遍存在着“自我群体化”的倾向，即

个体对于集体、群体的渴求，而这种渴求同时又伴随着知识分子“保留自我”的焦虑，也就是说自我群

体化和自我保留两种倾向并存。④ 此时先锋作家作品常出现“群波”“群涛”等有关群众的流动性和

可塑性的象征。群众的浪潮在西方语境下往往天然富含负面和悲观的现实，因为如同潮水一般群体

的出现昭示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解体和由此产生的威胁。而在中国先锋作家如杨骚、丁玲

等作品中，群众的浪潮常常象征着群众聚合而形成的一种坚韧的约束力。肖铁强调这种“约束力”在

先锋知识分子处理个人与集体融合命题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这彰显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群众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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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Tie Xiao，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p. 79．
Tie Xiao，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pp. 70 － 71．
Tei Xiao，Recolationary Waves: the Croud in Modern China，pp. 14 － 15. 肖铁结合了王汎森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研究和杰姆逊先

锋知识分子“渴求去个人化”倾向的研究。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联经出版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版。Frederic Jameson，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Verso，2002。
Tie Xiao，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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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政治”。①

与此同时，勒庞群众话语中群众的非理性和不稳定性并未消失，由此升发出知识分子的自我保

留和焦虑。在肖铁看来，叶绍钧、茅盾等时代作家的作品引人入胜之处，恰恰在于其从不同角度和重

心，细腻地呈现了一种极具时代气质的矛盾: 知识分子既害怕融入群众失去自我，又渴望和敬畏群体

的约束力。《倪焕之》( 1928) 极好地呈现出知识分子苦涩又甜蜜的归属感与对神秘群众的敬畏感和

排斥感之间的紧张关系。倪焕之试图同时成为“演员”和“观众”，这种近乎精神分裂的自我拯救恰

恰加剧了主人公对失去自我的焦虑。② 这种悬而未决的紧张感，在作家胡也频那里，恰恰是个体知识

分子思考情感、审视自我的源头。胡也频早期作品体现了一种浪漫放纵和颓废孤立的个体情感。相

比之下，在胡也频后来的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中的大众幻想为他提供了一种想象的场景，通过这

种场景，人们的私欲可以在浪漫感觉和政治刺激的融合中同时得到实现和克制。也就是说，浪漫

化了的革命群众并非对于个体的压抑，相反，革命群众想象营造启发了对于个体内在思考。从肖

铁的分析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悬而未决的紧张感，还是个体内在的成就，这其中升华出的

是大革命时期一代中国先锋知识分子极度自觉的现代追求，并非自我迷失。而当这一代先锋知识

分子奔赴抗战救国前线，投入土地革命之时，群众话语的内在张力和矛盾也出现了新的解决途

径。

四、让群众发声

自民国初年蔓延开来的群众话语的内在张力始终没有消失，而在抗战救国和延安时期，群众话

语的内在矛盾出现了新的解决方式。肖铁这一部分的讨论围绕着“如何让群众发声”这一核心问题

展开。如何让革命群众发声? 肖铁借用十分形象的“腹语术”这一艺术手法比附和概括革命知识

分子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他用确凿的史料说明，郭沫若、任钧、艾青等投身革命的作家知识分子已

经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媒介作用。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以产生最少噪音的方式，使得群众

的声音被听到。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媒介的必要性，并试图超越媒介本身的局限。艾青在其抗

战时期作品《群众》( 1940) 中认识到自己的“喉管”不是自己的而是大众的，却徘徊在知识分子与

大众融合的时刻。他惊诧于自己细小喉咙中涌动出的“万人的呼吸”，震撼自己成为群众声音的媒

介和授权人。他反复质问自己，群众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在诗篇最后他化身为旁观者，看到自

己消失在不可抵挡的大众洪流之中，化为数字，化为尘埃。等同于数字的“群众”和诗人个体的消

亡，表面上似乎印证了勒庞的非理性群众话语。但肖铁指出，这种文学表达形式本身恰恰体现出

革命知识分子的清醒与自觉，这种自觉、有意识地与群众融合，完全不同于勒庞及其追谁者的二元

群众观。
解放战争时期，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体的政治运动和文学想象中，群众话语的内在矛盾得

到了解决。最近十几年，土改中的农民“诉苦”问题持续得到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这些研究都认

识到，农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和社会生产关系并不能充分地诠释政党的阶级话语，因而均侧重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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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政治权力以农村、农民主体角度来解析中共的阶级和群众话语。① 相比之下，肖铁认为土改诉

苦让群众发声的重要意义在于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在他看来，延安时期的土地改革不仅仅是

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的农民革命，更是中共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政治力量，奠定其政治文化

的重要时刻。这个时刻是让群众能够意识到、并且能够表述( 阶级) 政治的时刻。由此，这一时期的

土改诉苦运动以及相应的中共知识分子土改文学叙事，就成了他考察延安时期政党和知识精英如何

处理民国以来群众话语内在矛盾的重要历史文献。
《革命诗》中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围绕丁玲 1948 年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展开，集中关注这

一重要文本对群众如何发声的描述和对群众形象的呈现。肖铁注意到小说中土改工作组组长的知

识分子文采并未能唤起大众、使自己成为群众的“喉舌”，但群众却在出身农民的党的干部的帮助下，

识别出村里的斗争对象。肖铁指出小说高潮部分的“诉苦”是一种农民集体打抱不平，同时也是一种

对群众声音的规训。② 群众对于自我苦难的认识和诉说是以阶级斗争的语言呈现出来的。诉苦引发

了群众情感，甚至出现暴力的情形，党的干部又承担了克制和疏导群众情感和暴力的角色。肖铁评

论道，小说高潮结局部分，我们似乎同时看到了群众爆发出的力量以及即刻被训诫的可能，看到了陈

独秀、瞿秋白对于群众的担忧，也看到了胡汉民、张九如等关注的群众力量，以及领袖的规训作用。
肖铁认为，丁玲小说中群众声音呈现的前后变化过程，十分集中地体现了革命主体的困境。群众虽

然在革命诉苦过程中释放了他们的力量和声音，但这一自我建构的群众主体最终吊诡地被革命的过

程本身所征服。③ 这种革命叙事体现的是以群众发声为基础、党的干部引导为方向的政治文化逻辑。
自民国以来的能动又不稳定的“群众”话语的内在矛盾由此得到了解决和升华。

五、从“群众”历史到群众历史

从五四运动时期西方群众心理学最初进入中国的争辩，经由 20 世纪 30 年代的流变，到 40 年代

“群众”成为描述中共土地革命的核心词汇，《革命之涛》清晰地呈现了身处社会变革的中国精英的

群众观念的演变，也识别出近代中国群众话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该书雄辩地说明了在近代中国知

识话语中，“群众”绝非一个先验、稳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范畴，而是问题意识本身。从这些意义上来

说，这是一部具有深度和广阔视野的优秀著作。
笔者认为这本书的天然缺陷是，因为作者论域限制在有关群众的知识论争，并没有关照具体革

命运动中革命政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影响了对群众政治的深入考察。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

该书的讨论整体上引发了革命史领域的一个重要但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即革命主体经历的多样性

问题。如同肖铁书中呈现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于群众的复杂心态，近些年涌现的一批新锐的革命史研

究也清晰地表明，无论革命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干部，还是被动员的群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和被

动的。这些研究认为，革命的主体和客体都无法化约为集体政治中没有灵魂的个体，也不是单纯的

经济理性人群。革命的经历源自复杂和朴素地方性因素，与此同时，革命境遇本身也塑造和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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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农民诉苦动因的研究，参见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6 期。有关

技术动员和政治规训，参见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 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肖铁借用了文化人类学研究。Ann Anagnost，“Making History Speak”，National Past － Times: Narrative，Representation，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Tie Xiao，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p. 183．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6 期

婚姻、两性情感、个人与社会、甚至日常生活等议题的意涵。① 由此，笔者认为政治动员工具论和政治

规训论，并不能充分地描述和诠释革命政党和知识分子走向群众、组织动员群众的复杂过程。因为

这个思路不可避免地将能动、多元的群众和地方化约为政治的“傀儡”，②也无法顾及和考量参与其

中的知识分子及政党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复杂性。走向群众的过程，不仅仅是政治动员的过程，也

是一个多层次的思想、文化乃至既有观念和生活方式碰撞的过程。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多层次的

既有思想、社会和文化的力量被革命的力量所融合和重新塑造。也恰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关“群

众”的知识论争和思想层面的历史，才有可能融入到革命和群众的历史，才可能实现多样、深入的群

众史和革命史。

( 作者冯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邮编: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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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 1949—2019) 》

于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12 月版。本书指出，新中国世界史研究已走过 70
年历程，在学科建设、体系创立、教学科研、人才培育等方面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书以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将 70 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

立、“文革”和改革开放) ，综述每个阶段涉及的领域、重点和问题，指出各阶段世界史研究所取

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差距，分析其主客观原因，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本书逐一评介世界史各分

支学科，包括研究理论和方法、世界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专题史

研究的深度和特点，以及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国内外文献资料的整理、引进、翻译，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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